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与时俱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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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了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变化的历程，认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不同时期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内容均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发展。但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依然保留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开创的以实物型劳动成果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根据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为强化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对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必须用服务经济理论对传统理论经济学加以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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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就流行着一种在高等院校的课程体系中取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设置的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不再适应当今时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如果在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采取非此即彼的全盘否定态度，将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取固步自封的教条主义态度，又将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置于万劫不复之境地。如何适应动态发展的社会和经济的需要、不断地吸收已有的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和高等教育界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实事求是，客观地评价马克思创立的经济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是高校财经类专业必修的理论基础课和核心课程，也是我国高校中所有其他专业必修的政治理论课程之一。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无非主要是出自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哲学是其基础，政治经济学是其理论核心，而科学社会主义是其理论的逻辑结论。显然，要理解我国为什么必须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要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就必须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因此，要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理所当然地就必须在我国高等院校的所有的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政治说教，而是由一系列基本的经济学范畴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构成的具有严密逻辑的经济理论体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规律；在分析简单商品经济、特别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四个环节的互相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历史暂时性和历史过渡性，并进一步地演绎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论，在上述理论阐释基础上，马克思还对尚未出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做出了许多天才的预想——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的经济学理论而逻辑地推论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现在被我们称之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体不是一句简单的“政治性”的结论，而是包括了丰富而系统的经济科学思想的光辉。

无论是与流传于西方的19世纪中叶的经济学课本——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相比，还是与1890年以后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相比，或者是与1936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相比(，甚至是与出版了十几个版本、长期流行于当代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揭示社会大生产的共同的运行规律、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规律和客观趋势方面，都更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全面性、深刻性、层次性和科学性的特征。正如我们不能否认17世纪产生的微积分是当代高等数学的基础、但它不能解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数量分析问题一样，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当代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它仍然不失为一部系统而全面的理论经济学和整个经济学科体系的入门教程。毫无疑问，理论经济学是进一步地学习其他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最简单的细胞即商品开始，较为系统地解析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四个环节的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关系，系统地解析了各个环节中的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在其逻辑清晰的叙述中，不仅有静态的分析，比如，静态地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生产过程及其后果的分析；还有动态的分析，比如，对资本积累规律、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的分析。不仅有质的定性的分析，还有定量的分析，比如，对商品价值质与量、工资的质与量的剖析等等。不仅对微观层次的经济规律（个别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资本有机构成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还对市场机制与价值法则的运行机理（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理论以及社会再生产总过程的有关理论）以及宏观层次的经济规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进行了独到而系统的解析。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稍有了解的学者都能体会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博大精深。正如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原任院长、博士生导师汤在新教授在《我的经济观》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②：马克思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充分地揭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解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而且，其中包含了许多商品经济运行的共同的、一般的规律。陈征教授则说：资本循环理论可以概括为一个“活”字、资本周转可以概括为一个“快”字、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可以概括为一个“协”字；剔除其资本关系的话，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完全适应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③。——这里所说的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也 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张薰华教授和洪远朋教授④总结和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价格理论，这一理论与西方的价格理论即西方微观经济学相比，在对价格基础、价格现象和价格规律的解读上，无疑具有其独具千秋之处，而在对价格的本质的阐释上，马克思主义的价格理论则明显地更加具有深刻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的深刻性、叙述方法的逻辑性及其理论体系的相对完整性，无一不决定了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比较适宜用做经济学入门教程的特点。当然，与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相适应，经济理论必须、实际上也必然相应地得到发展、完善和修正。

二、与时俱进，积极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容与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所描绘和刻画的主要是“完全竞争市场”类型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变化趋势，在其理论体系中逻辑地推论和预见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化大生产共同规律的结论。勿容讳言，其中的部分逻辑推论与我们面对的现实并不吻合，这是社会经济条件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由此也就决定了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理论不可能完全回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理论必须、也必然会向前发展。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却常青。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马恩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得到了长足而不懈的发展。其发展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政治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两个大方面的发展上。

从政治经济学体系来看，其发展表现在：第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和变化趋势，社会主义是否还需要政治经济学？前苏联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尤其是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以后，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需要存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并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构建了包含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大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众所周知，前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对我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在肯定了社会主义仍然需要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下，又面临着应该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应该以什么为主线来描述和揭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沿袭至今，不同的回答中有许多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叙述体系，因此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版本。比如，60-70年代主要流行以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与深化，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也日益深入，相应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许多版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版本与我国的过渡经济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大多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即：一是难于摆脱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约束，似乎一切疑难问题都可以在《资本论》中寻找到答案，不敢越雷池半步，带有较为明显的教条主义色彩。二是具有较为明显的政策解释的特征。西方经济学的各大流派总是与其特定的政策建议和主张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在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各自的政策建议，去影响政府和厂商的决策行为。与西方经济学者不同，我国许多学者的工作重点不是通过运用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去“发现”适宜的经济政策，而是把研究的注意力置于对现行经济政策的“证明”或诠释之上。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体系和内容上均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突破的表现之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改变了过去只片面强调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演变和发展规律的叙述，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运行规律内容的介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四个环节中经济运行规律、市场经济与市场机制运行规律以及生产关系的演化发展规律的全貌。

突破的表现之二是许多学者对西方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比较和思考，吸收和利用了西方经济学许多可以借鉴的科学成果，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比如，关于垄断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描述，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只限以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论述为标准，但列宁的论述实际上只涉及到了“寡头垄断”这一市场类型，而且，在论述寡头垄断时，只涉及了垄断组织形式、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及垄断产生后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化。我们知道，在当代经济理论模型中，从完全竞争到完全垄断是一个连续统，其中，寡头垄断无非是其中间环节的类型之一。不同的市场类型中，影响企业（厂商）决策和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不同。市场结构理论的完善，归功于20世纪30年代罗宾逊夫人和张伯伦在理论上的贡献。显然，原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阐述对垄断现象的解释力均有限，对此加以丰富和发展是科学经济理论本身的应有之义。但是，在借鉴与利用西方经济学科学成果的过程中，有些学者主张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内容，实行所谓经济学“范式”的彻底革新，这正是前文所述的取消《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潮的一种反映。

突破之三是更多的学者从发展我国经济和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出发，依据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并积极地利用国外当代经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产权经济学、企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搏弈论等等，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富国强民的道路上，摆脱了马恩关于“理想社会主义模式”设想的羁绊，在解决“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产权主体多元化、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开放经济等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强化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三、兼收并蓄，利用服务经济理论等理论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时期：（1）20世纪50-70年代为引进、注释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前苏联教材为蓝本，以马恩列斯的原著为判别标准，在对原著解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来构建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和内容。（2）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仍然以引进和注释为主要的特征。注释的目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中寻找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依据和探索“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研究，适应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解读能力与理解程度。引进的内容主要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主。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进，使得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断地发生“碰撞”与“磨合”，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仍然处于“两张皮”的状态。（3）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大致有四种，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解读、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总结、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及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理论成果。对四种思想来源的不同程度的糅合，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各种版本。从整体上来说，由于这些不同的版本在体系上和内容上均发生了创新，它们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均比前两个时期得到了加强。

但是，各种版本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不足，即它们基本上维持了马克思创立的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忽略了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以及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曾经说过⑤：演员、教师等提供的服务劳动也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由于它们在当时社会中所占的比值“微不足道”，可以把它们忽略不计。显然，马克思并不否认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功能。⑥当代，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是马克思时代无法比拟的事实，客观上要求经济理论对此加以论证和实行理论创新，而不能把它“忽略不计”，否则，理论将是不完善和不科学的。

服务产品理论⑦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理论逻辑，填补了马克思时代被忽略了的对第三产业服务产品的理论分析。该理论分析了第三产业的形成条件、形成标志和形成的时间，认为第三产业部门的独立化和第三产业服务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比重的增加，是市场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发展变化和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在当代，服务产品已经是社会总产品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建立起新的社会产品观和新的国民财富观⑧。实际上，在我国现行的GDP统计中，已经包含了第三产业服务产品的产值，反映了这一新的财富观。但是，理论经济学却仍然固守着亚当·斯密的教条——认为服务——由于没有“物质承担者”而没有价值的传统观念。

在确立了新的社会产品观和国民财富观的基础上，服务产品理论分析了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及其特点，解决了自古典经济学以来就存在的两大理论疑点，即服务产品是否具有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和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李江帆教授认为，劳动成果分为实物劳动成果和非实物劳动成果两种，它们都具有“物质性”，非实物劳动成果的使用价值是服务产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服务产品的生产上耗费的劳动具有凝结性、社会性和抽象等同性，因此，确认服务价值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运用⑨，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理解的深化和发展。

服务产品包括“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例如技术服务、咨询服务、货运服务和保险服务等等，以及服务（形式的）消费品，例如文娱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服务产品在GDP中的比重急剧上升，社会总产品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提出的、只考虑了物质产品而忽略了服务产品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与流通的图式不再能够充分地解释当代经济的现实。为此，客观上要求经济理论根据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加以深化和发展。

李江帆教授认为，“国民经济软化系数Sn，以及它所由决定的消费软化系数Sc和生产软化系数Sp，是反映第三产业宏观规模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是否应将第三产业及服务产品因素引入再生产理论的重要因素。按式15，SnWa=(1-Sn)Wb,故Wb=(Sn/1-Sn)Wa。当国民经济软化系数Sn趋近于零时，Sn/1-Sn也趋近于零，第三产业产值Wb趋于零，社会再生产的产品实现问题可以说仅限于实物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当国民经济软化系数迅速增大为50%时（实际上，有些国家已经超过了50%——引者注），Sn/1-Sn=1，第三产业产值Wb等于第一、第二产业之和Wa，……如撇开服务产品，把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简单化地局限于实物产品，就把产品实现问题缩小了。这必然使再生产理论与国民经济的现实严重脱节，成为一种歪曲现实的僵化理论。”

为此，李江帆教授提出，为了在两大部类划分中体现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可以在两大部类内部各设两个副类，即Ⅰa为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Ⅰb为服务形式的生产资料、Ⅱa为实物消费品、Ⅱb为服务消费品，并且，在对马克思开创的两大部类划分原理进行修订和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分析了第三产业崛起条件下社会总生产和再生产与流通顺利进行的条件、以及对宏观平衡带来的影响，说明了二战后第三产业比重日趋增大的原因和第三产业宏观比例的优化界限。可见，这一理论分析实际上也深化了配第——克拉克定理的解说。⑩
根据服务产品理论，我们还可以演绎出一些逻辑的推论，它们主要是：

第一，在当代经济条件下，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不仅包括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而且应该包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即投资于三次产业中的任何资本均为产业资本。换一句话说，第三产业的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以物质产品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业利润是由于商业资本履行了商品资本的职能而由产业资本家转移支付的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由此导致了“是否说商业工人剥削了产业工人”这一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难于解释的难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价格学说应该得到相应的修正。在《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生产领域的价值规律的作用，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决定商品价值量和部门内部竞争的规律；其次分析了流通领域价值规律的作用，说明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和市场需求量（供求关系原理）决定了商品价值量的实现程度；最后还说明了分配中的价值规律的作用，揭示了部门之间的竞争促使了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市场机制运作机理。马克思对于市场机制运作机理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非常精辟。但是，由于这一分析忽略了服务产品及其价值创造的功能，同时也就产生了难于解释当代经济现实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对生产价格学说加以发展。

总之，忽略了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和服务产品在GDP中占了很大比重的理论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会产生难于解释和指导当代经济及其发展的局限，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是理论本身完善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 陈岱孙主编：《政治经济学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② 参见：《我的经济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参见：陈征著：《〈资本论〉解说》（第一、第二、第三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④ 洪远朋主编：《价格理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价格的形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张薰华著：《生产力与经济规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⑤ 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⑥ 李江帆著：《第三产业经济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64-68页。


⑦李江帆著：《第三产业经济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⑧ 同⑦，第117页。


⑨同⑦，第104-113、142-147、192、223-225页。


⑩ 以上引用的各种观点请参见李江帆著：《第三产业经济学》第129、399-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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